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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不同地理区域的资源禀赋、信息、营商环境等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创业
者可能会选择远离居住地从事跨区域的创业活动。异地创业活动如何影响企业的经营效

率，是一个仍未得以解决的研究问题。以往研究多从社会资源、社会嵌入等角度探讨异地

创业者的优劣势，本文则基于知识基础观、文化价值观等思路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模型。

基于上海财经大学２０１６年“中国千村调查”的 ２６６２个有效样本的数据，本文主要得到以
下研究结论：（１）相比本地创业者，外来的异地创业者所开创的创业活动往往取得更好的
经营绩效；（２）在不同创业地的比较中，沿海地区的异地创业活动经营绩效更突出；（３）随
着创业者居住地和创业活动所在地之间地理距离的增大，创业者的经营效率呈现出先升

后降的倒 Ｕ型趋势；（４）异地创业的经营效率受到了创业者居住地和创业活动所在地之
间的文化价值观距离的影响，该距离越大则创业效率越高；（５）家庭支持在异地创业活动
中有正向调节作用，即随着家庭支持的强化，异地创业的经营效率会更加提升，并且地理

距离所产生的正向促进作用也越强。本文的研究为跨区域创业活动的演进提供了理论与

经验支持，为今后进一步探讨创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因素和知识异质性的作用机制具有显

著的理论意义，对于创业活动的地点选择、家庭支持资源利用也有着一定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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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地区的经济基础、制度基础以及改革目标各不相同，各地的开放程度和适

用的经济政策也各不相同，这种政策和要素分布上的不均衡带来就业活动机遇上的不均衡（买忆

媛和甘志龙，２００８）［１］，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劳动力流动现象。时至今日，我国的人口流动规模已经
相当庞大，人口流动甚至成为很多地区最主要的人口波动因素。据统计，２０１６年全国流动人口总
数达２４５亿人，占当年全国总人口１７％以上（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２０１７）［２］。人口迁移至企业
经营活动密度高的地区不再仅仅是寻求就业机会，到合适的地区进行异地创业活动也逐渐成为一

６３

杨　昊，贺小刚，杨　婵　异地创业、家庭支持与经营效率



种常见的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方式，这些地区往往有着优越的资源或是政策条件，然而奇怪的是，

当地的资源和政策对于本地创业者同样适用，外来创业者的经营效率却更加突出（叶文平等，

２０１８［３］；周欢怀和朱沛，２０１４［４］）。异地创业者们作为外来者为何反而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果？异地
创业作为一种创业方式是否具有其优越性？其作用机制与条件又如何？本文认为，这一研究问题

对于理解创业行为，提升创业效率有着重要意义，且现有的研究思路和结果尚有讨论空间。

现有研究指出，相比本地居民，外来者更倾向于从事创业活动（叶文平等，２０１８）［３］，经济学和
社会学两个角度有不同的解释（Ｒａｔｈ和 Ｋｌｏ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０）［５］，社会学角度的阻断流动理论和混合
潜入理论认为，包括创业活动在内的各类移民群体活动，是一种社会融入的方法（Ｒａｔｈ和
Ｋｌｏ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０）［５］，这种观点强调到达异地后出于社会性目的而进行创业活动；而经济学的飞地
理论则重点分析外来者的创业活动的经济学优劣势（Ｗｉｌｓｏｎ和 Ｐｏｒｔｅｓ，１９８０）［６］认为，是工作机会不
足引发创业活动。以上两种为代表的异地创业活动主流的研究多来自于移民创业，但这些观点并

不完全适用中国这一特殊情境。首先，中国的创业活动已经越来越普遍，缺乏就业机会因而被动选

择创业的可能性较低，创业参与者的个人能力及学历的提升、工作经历的丰富化都能印证这种趋

势；其次，异地创业的国际研究往往以国别间的流动为研究对象（Ｊｏｈａｎｓｏｎ和Ｖａｈｌｎｅ，２００９）［７］，而我
国常见的国内异地创业情境下，创业者通常不会面临语言和身份认同上的差异与冲突（Ｒａｔｈ和
Ｋｌｏ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０）［５］，因此，可能有不同的创业动机与结果。

本文认为，相同的创业环境下，家乡或常住地的经历或知识是外来创业者与本地创业者创业绩

效区别的来源。知识基础观指出，独有的知识带来经营优势（Ｇｒａｎｔ，１９９６）［８］，异地创业者拥有着家
乡或常住地的特殊经历和知识，这种不同的知识在创业地能够作为一种新事物获得竞争优势

（Ｂａｕｍ等，２００１）［９］，同时，异地创业者在创业地可以进行机会搜寻、外部知识资源获取达成组织学
习（陈文婷和李新春，２０１０）［１０］，更容易形成知识组合、机会识别和价值创造（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和 Ｃｌａｒｋ，
１９９０）［１１］。知识的异质性程度会随着创业地和居住地之间距离的扩大而增大，从而加强外来创业
者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存在上限，最终会趋于平稳而不再增长，这时，异地创业者开始面临越发严峻

的社会资本缺失问题，与家乡沟通成本变高、距离感变强等问题也会显现，创业者个人可能出现情

感上的“水土不服”而显现出劣势。其他因素如家庭的支持（李新春等，２０１５）［１２］、个人的经历等也
都有可能影响异地优势的发挥。

为验证以上思路，本文使用上海财经大学 ２０１６年“千村调查”中创业者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得
到了以下结论：第一，异地创业相比非异地创业表现出更好的经营效率，赴沿海地区进行的异地创

业活动尤其突出；第二，创业经营效率随着创业地与创业者居住地之间的地理距离的增加先升后

降，呈正向倒 Ｕ型关系，两地之间的文化距离则与创业经营效率有着正向关系；第三，来自家庭的
情感支持和资源支持会对异地创业与创业经营效率的正向关系起到强化作用，即随着家庭支持强

化，异地创业的经营效率会更加优于非异地创业，创业地与居住地之间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的正向

关系会更强。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１．异地创业：形成与效率
创业活动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如创业环境、创业机会、创业者的个人能力等，不同地理区域的创

业环境，如资源、信息、人才、技术条件、制度等往往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创业活动的

开展（Ｈａ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３）［１３］，因此，创业者可能主动选择离开自己长期生活、学习与工作之地转向其
他地理区域进行创业活动。在我国的深圳、浦东新区等地区，经济特区政策下优越的创业环境，吸

引了大量的外来投资和创业活动。再如美国硅谷、北京中关村，则因为高科技产业和技术资源的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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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效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本文将居民离开自己长期居住、生活与学习的居住地，转向其

他地理区域开展创业活动以创造财富的行为界定为异地创业。

作为一种常见的异地创业活动形式，移民创业有着相对丰富的研究基础，由于其创业跨地区的

特性，被认为是情境因素研究的有效观察对象，相关研究多关注商业、社会、空间和制度等因素的作

用（Ｂａｔｅｓ，１９９７）［１４］，社会学和经济学均有讨论。社会学角度聚焦于文化、宗教、社会网络等，有研
究指出，不同移民群体的价值观、宗教、财富观念等因素的差异导致了移民创业活动的差异；还有的

认为，由于社会关系的匮乏，集体主义的民族能够更好地形成支持团体，从而在创业上具有优势

（Ｂｏｎａｃｉｃｈ和 Ｍｏｄｅｌｌ，１９８０）［１５］；冒险精神、自我实现、创造、勤劳等特质也被研究者发现与异地创业
行为有关（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１９３４）［１６］。经济学角度的飞地理论则认为，当移民群体达到规模时，其特殊
的群体性需求催生了移民创业者为服务，即认为移民创业是在移民后在少数群体的封闭经济环境

下的产物，市场机会和劳动力是创业的重要因素（Ｓｃｈｏｅｎｅｃｈｅｒ和 Ｃｏｏｐｅｒ，２０１５）［１７］。
比较异地创业与本地创业时，研究者们多认为异地创业活动是无奈之举（Ｋｏｌｖｅｒｅｉｄ，２００７）［１８］，

异地创业者临着许许多多的劣势（Ｊｏｈａｎｓｏｎ和 Ｖａｈｌｎｅ，２００９）［７］，天然难以获得成功。首先，异地创
业意味着重新开始，而新创企业的退出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迈克尔·伯格，

１９９６）［１９］；其次，外来者缺少了熟识的亲友和关系，将面临社会网络的缺失问题，因而在资源、信息
的获取（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和 Ｊａｃｋ，２００５）［２０］上处于劣势，限制了创业活动的效率（Ｏｖｉａｔｔ和 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
２００５［２１］；姜磊，２０１０［２２］）；第三，异地创业还可能会面临风俗习惯乃至价值观上的差异，与本地人的
交流或是在本地的活动可能面临抵触和排斥，更难获得认同（Ｎｄｏｆｏｒ，２０１１）［２３］，甚至受到歧视
（Ｓｈａｈａｍａｋ和 Ｍａｃｒｏ，２００９）［２４］，创业活动成本高昂。还有研究从创业者个人特征出发，认为异地创
业者的创业活动往往只是难以就业情况下的谋生选择（Ｋｏｌｖｅｒｅｉｄ，２００７）［１８］，自身可能并不具备优
秀的创业者特质。

本文则认为，异地创业可以部分借鉴移民创业的研究观点和结论，但是，在我国以国内流动为

主的异地创业活动情境下，应当有所取舍，如飞地理论忽视外来群体与本地群体交流的观点有失偏

颇；社会学观点下对于社会资源缺失的影响有着重要参考意义，但移民创业活动中突出的语言障

碍、文化冲突等问题则不再具备讨论的条件。

当今中国的背景下，异地创业的劣势结论或许并不成立。首先，创业活动开展在居住地还是异

地由创业者主观决定，被迫发生创业的可能性较小，创业者对社会关系的缺失往往有所准备或弥补

手段，如在访谈中，很多异地创业的受访者都指出，之所以选择该地进行创业，是因为有熟人关系，

或是认为当地市场、政策、资源获取上有优势等。因此，本文认为，在可控的范围内，社会网络缺失

或是新创风险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因异地创业者的主动行为而降低，实际外来劣势的影响低

于理论水平。其次，不同于飞地理论的封闭群体的观点，本文认为，由于商业活动的社交属性，异地

创业者必然会与本地人群密切而广泛的沟通，知识基础观指出，知识是企业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资

源，基于知识的资源通常来说难以模仿，同时具有社会复杂性，所以，企业中异质的知识和能力是持

续竞争优势和超额企业经营效率的主要决定因素（Ｇｒａｎｔ，１９９６）［８］。不同地区的知识与信息存在差
别，创业者凭借其异质的知识，更可能突破当地的认知限制，在空白领域打开新的市场，以新的产品

带来商业的成功（Ｂａｕｍ等，２００１）［９］。对本地竞争者而言，外来知识的掌握人群规模较小，或是该
种知识与长期的生活经验积淀相关，难以模仿且具有社会复杂性，异地创业者能够持续的体现出经

营优势。但对于来到异地的创业者们，本地的知识则是存量丰富且相对易于获取的，异地创业者充

分嵌入当地的社会生活，重建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在获取知识，通过学习本地易得的知识进一步丰富

自身知识，从而增强竞争力，甚至以其相对开阔的思路更好地发现创业机会（杨俊，２００３）［２５］，或是
整合知识，进行突破本地思维禁锢的创新活动，从而取得成功（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和 Ｃｌａｒｋ，１９９０）［１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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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相比本地创业，异地创业能够获得更好的经营效率。
另一不容忽视的地区性因素是，中国沿海地区由于经济改革历史较早、经济开放程度与市场化

程度较高，创业环境相对更优于内地，异地创业者取得成功的条件更为充分。根据樊纲等

（２０１１）［２６］的研究，沿海地区的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在市场化程度方面处于全国前列。沿海
地区交通便利、区域开放性高、人口流动频繁、新信息的获取更为便捷，对于创业活动具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千村调查的结果显示，从内地往沿海地区流动比例远高于反方向，也确实体现出沿海地区

对于创业者的卓越吸引力。因此，本文认为，相比本地创业者及在内地地区活动的异地创业者，在

沿海地区活动的创业者会受益于这种市场化和开放的环境，更加充分发挥自身外来的优势。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相比本地创业和其他异地创业者，沿海地区的异地创业者的经营效率更高。
２．地理距离与创业效率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由于自身的地理、人文环境不同，形成各自区别性的文化和知识（杨宜

音，１９９８）［２７］，并不完全沟通，创业者居住地和创业活动地之间地理距离越大，两地间交流频率越
低，异地创业者的外来知识与创业地本地知识重叠少，知识异质化程度也就更高，异地创业者的经

营效率也就会更加突出。但处于同一个国家范围内，这种差异不会无穷扩大，其积极作用也就不会

无限扩大，而随着地理距离过大，社会资本弱化的劣势会显现，从而对创业者的经营效率产生不利

影响（姜磊，２０１０）［２２］，远离故乡和亲人所带来的情感缺失也会随着距离更为突出，使得创业者心理
韧性降低，更难面对创业中的困难。

因此，本文认为，地理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的关系整体正向，但是，考虑到距离过大带来的难以

替代的其他缺失，创业经营效率会最终向下，呈倒 Ｕ型趋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地理距离整体上体现出与创业经营效率的正关系，但随着地理距离的扩大，地理距离与创

业经营效率转为负向，整体呈正向倒 Ｕ型关系。
３．文化价值观距离与创业效率
地区的气候、地理因素等对于当地人民生活目标、经济水平和技术的传播有重要影响，从而在

一个地区产生特有的相近的文化特征（Ｇｕｐｔａ等，２０１１）［２８］。关于文化距离和文化指数的研究很丰
富，多关注的是不同国家之间文化价值的区别，如霍夫斯泰德的心理维度（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１９８４）［２９］，全球
领导力与组织行为有效力研究（ＧＬＯＢＥ）等。不同国家的文化的差异乃至冲突会对企业的经营活
动效果产生影响，这一观点在跨国公司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不同的文化习惯下跨

文化的沟通可能带来机遇，也可能带来沟通成本的上升和效率的下降（ＧｏｍｅｚＭｅｊｉａ和 Ｐａｌｉｃｈ，
１９９９）［３０］。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始质疑国家层面的文化归类研究，将一国的文化特征笼统地归于同
一类，存在着忽视国家内文化差异的问题（Ｔｕｎｇ，２００８）［３１］，而其中对中国的研究也不够严谨和科学
（Ｗｕ等，２００６）［３２］。

本文认为，国家之内存在文化差异，我国更是如此（赵向阳等，２０１５）［３３］，文化特征本身体现了
地区性知识的差异，其背后蕴藏的、认知习惯上的差别也会带来不同的知识学习路径与结果，因而

可以认为两地的文化特征差异越大，两地的知识差异也就越大，最终赋予异地创业以优势。但不容

忽视的是，这种区别过大，也会成为创业者与当地其他人或群体接触和沟通的阻力，甚至引发群体

的排斥心态（Ｎｄｏｆｏｒ，２０１１［２３］；戴亦一等，２０１６［３４］）。因此本文认为，异地创业经营效率也会随着文
化距离的扩大先升后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文化价值观距离整体上体现出与创业经营效率的正关系，但随着文化价值观距离的扩大，
与创业经营效率转为负向关系，整体呈正向倒 Ｕ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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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家族支持的调节作用
创业者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嵌入最深，是很多创业者面对困难时首先考虑获取帮助的来源。本

文认为，家庭对创业者提供的支持主要包括两方面，即情感支持和资源支持（Ａｒｒｅｇｌｅ等，２０１５）［３５］。
不同的支持类型可以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创业企业的经营效率。情感支持偏向于正面

情绪强化、家庭工作关系调节和提供创业建议等支持，能够减弱独处外乡的孤独感，增强创业者

的动力、自信和认可度，从而使其可以更好地应对创业过程中的压力与负面情绪（Ｂｒｏｎｄｏｌｏ和
Ｂｅｎ，２００２）［３６］，血缘、亲缘关系以及多年的共同相处经历，使得家人是创业者最愿意表达情感的
对象（Ｔａｇｉｕｒｉ和 Ｄａｖｉｓ，１９９６）［３７］，家庭内部的交流也更加方便和高效（Ｈｏｆｆｍａｎ等，２００６）［３８］。因
此，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相比其他途径能更好地优化创业者的心理状态。资源支持则包括家庭

成员对创业者个体进行资源提供、资源获取渠道的建立，也包括信息获取、提供建议等支持，可以

应对异地创业者面临的社会关联和社会资本不足的问题，家庭作为体现责任和信任的小单位，当

移民寻求创业启动资本时，家庭是他们的首选（Ｃｈａｎｄ和 Ｇｈｏｒｂａｎｉ，２０１１）［３９］，同时，由于家庭更加
深入和透明化的共享思路，来自家庭的建议支持和创业机会识别帮助更加有效（Ｊｅｎｎｉｎｇ和
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ｄ，２００７）［４０］。考虑到家庭支持对于异地创业者的各种积极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
设：

Ｈ５ａ：家庭情感支持对于异地创业和创业经营效率的关系呈正向调节作用，即家庭情感支持越
强，异地创业及赴沿海地区异地创业经营效率更好，地理距离和文化价值观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的

正向关系越强。

Ｈ５ｂ：家庭资源支持对于异地创业和创业经营效率的关系呈正向调节作用，即家庭资源支持越
强，异地创业及赴沿海地区异地创业经营效率更好，地理距离和文化价值观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的

正向关系越强。

三、数据与变量

１．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上海财经大学于 ２０１６年进行的“千村调查———中国农村创业现状调

查”中创业者问卷部分结果。调查采用随机抽样定点调查和学生返乡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对各个乡

镇进行调研，参与学生人数２２００人。在调查开展前和过程中，学校通过面试、教师培训以及问卷设
计者带队三项措施对调研人员进行了严格的选拔与培训指导。为了保证调研数据的质量，问卷设

计者综合考虑各个层面的因素以确保所得数据能够反映客观现实，本研究涉及的自变量（外出情

况）和因变量（创业企业绩效）之间有较多其他不相关问题，降低二者的关联性，进而消除同源

偏差。

此次“千村调查”在全国 ３０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随机抽样出共计 １５００个村
寨，获得了不同调查对象的各类数据库，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库为农民创业者数据库。对于农民创业

者这一概念，本文采用了广义的定义，即从无到有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村居民都是本文的研究

对象，这主要是考虑到在中国乡村的大多数地区，农民创业组织的规模都相对比较小、经营形式较

为初级。此次调研总共向农民创业者发放问卷数为 ４６００份，采取了调研员全程陪同填写的方法，
但由于受访者透露意愿等原因导致个别问题未能填写完毕。整体而言，符合本研究要求的样本约

为２６６２个，占总问卷数的５８％。
表１列示了本研究的数据情况。中国农村创业多集中于贸易服务相关与制造业，创业者多为

男性，平均年龄为４４８５岁，处于中年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１０５１年，约为高中水平学历，大多
数在创业前无企业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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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样本分布描述性统计

属性 频次（百分比） 属性 频次（百分比）

样本区域

个体特征

东南地区

中部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环渤海地区

东北地区

男性

女性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平均年龄（岁）

有企业管理经历

无企业管理经验

８８３（３３１７％）
５３４（２００６％）
４２８（１６０８％）
３７９（１４２４％）
２８９（１０８６％）
１４９（５６０％）
２１０８（７９１９％）
５５４（２０８１）
１０５１
４４８５

３５７（１３４１％）
２３０５（８６５９％）

行业分布

学历分布

高新技术与信息

贸易与服务

制造业与其他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中专

大专

本科

硕士及以上

７（０２６％）
１３６９（５１４３％）
１２８６（４８３１％）
５４（２０３％）
３０５（１１４６％）
１０５１（３９４８％）
７９０（２９６８％）
２１２（７９６％）
２４４（９１７％）
７（０２６％）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财经大学２０１６年“千村调查”数据整理

本文对异地创业的样本情况（３９５个样本）进行了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２所示。异地创业者整
体平均年龄更小，为４１５３岁，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高，为１１０８年，有企业管理经验的个体比例也上
升到了１９４９％。在流动距离上，异地创业呈现两极化的特征，以县内和跨省迁移为主，流动方向
上则以内地或沿海内部流动为主。

表２ 异地创业现状分析

属性 频次（百分比） 属性 频次（百分比）

跨地区级别

流动方向

跨省 １１６（２９３７％）
（省内）跨市 ３９（９８７％）
（市内）跨县 ４７（１１９０％）
县内 １９３（４８８６％）

内地地区内流动 １７２（４３５４％）
沿海地区内流动 １４０（３５４４％）
内地到沿海 ４８（１２１５％）
其他 ３５（８８６％）

个人特征

男性 ２７６（６９８７％）
女性 １１９（３０１３％）

平均年龄（岁） ４１５３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１１０８
有企业管理经历 ７７（１９４９％）
无企业管理经历 ３１８（８０５１％）
中共党员 ８０（２０２５％）
非中共党员 ３１５（７９７５％）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财经大学２０１６年“千村调查”数据整理

２．变量测量
（１）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创业者经营效率（Ｐｒｏｆｉｔ）。利润是企业成长的重要推

动力，同时，可以良好预测企业的未来在企业资产和规模上的成长潜力，体现归属于创业活动的最

终成果情况，本文采用净利润额（万元）作为衡量。该数据来自千村问卷问题“过去一年纯利润”，

统计检验时对数据在５％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采用了销售额
（Ｌｓａｌｅ）作为替换变量，在５％水平缩尾处理后取对数。

（２）解释变量。本文包括了四个解释变量：是否异地创业（Ｍｉｇｒａｎｔ）、是否赴沿海地区异地创业
（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创业地与居住地地理距离（Ｇｅｏ＿ｄｉｓ）、创业省份与出生省份文化价值观距离（Ｖａｌｕｅ＿
ｄｉｓ）。本文所关心的异地创业是指，创业者离开了常住地（出生后居住时间达到 １８年以上），到其
他区域进行创业的行为，发生则赋值为１，否则为 ０。根据受访地点判断创业活动所在地是否在沿
海地区，是则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沿用一般标准，本文将我国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外具有
海岸线的省或直辖市定义为沿海地区，具体包括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

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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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还考虑到了异地创业的地理距离与文化价值观差异的影响作用。地理距离衡量的是创业

者的常住地与创业地的交通距离，本研究采用地图软件统一查询两地之间的驾车公里数的方法，更

加贴合实际的地理距离衡量，该数据在 ５％水平上缩尾处理。主流的文化指数主要分价值观和习
俗两个角度，其中文化价值观指数反映的是工作相关的认知，与创业活动更加贴合，在经营活动预

测上更具科学性（赵向阳等，２０１４）［４８］，因此，本文优先选择这一维度的衡量方式，文化价值观距离
来源于赵向阳等（２０１５）［３８］的数据，该数据对中国各省份的文化价值观做了多维度赋值，本文计算
了在各个维度上创业者居住地省份与创业活动所在省份的数值之差，并对其取绝对值后加总。

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程度，本文另外选取了两个指标替代地理距离和文化价值观距离：驾车时

间（Ｄｒｉｖｅ）与文化距离（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ｓ）。驾车时间指创业者从创业地回到家乡驾车所需时间，通过地
图软件查询两地之间驾车路线时间获得这一数据，其显示的驾车时间往往考虑了路况等因素，从另

一种维度上衡量从创业地到家的“距离”。文化距离则将文化习俗的距离纳入考虑范围，将其与原

来的文化价值观距离相加，作为更加“广义”的衡量方式。

（３）调节变量。本文的研究模型中将家庭支持作为重要的调节因素。参考 Ａｒｒｅｇｌｅ等
（２０１５）［３５］的观点，本文将家庭支持分为情感支持（Ｅｍｏ）和资源支持（Ｒｅｓ），数据均来自于问卷中的
自评量表。情感支持变量包括题项“因为创业导致我的生活方式需要随之改变时，家人能够理解

并接受我的这种改变”、“当我遇到创业中的挫折而情绪发生变化时，家人能容忍并安慰我”、“配偶

会从精神上支持我的事业、经常给予我鼓励”、“家人能与我一起谈论创业有关的话题”等；资源支

持变量包括题项“家人有较多时间参与我的创业”、“配偶会从行动上支持我的事业”、“父母很支持

我创业、并给予我资金支持”。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各题项因子载荷均处于 ０５以上，且 ｐ＜
０００１，信度均在０６以上，整体结果良好。

（４）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创业企业特征和创业者家庭及个人特征两个方面。其中创
业企业特征包括：是否农业（Ａｇｒ），即将创业者的生产经营活动从事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及其相关
简单初步加工的情况界定为１，其他的行业则界定为０；企业寿命（Ｆｉｒｍａｇｅ），存续时间可能会对企业
的绩效表现有所影响，故本文以创立年份开始核算公司的成立时间；企业人数（Ｅｍｐ），本文采用企业
雇用的员工数衡量企业规模，从而控制规模对于利润额的影响，该数据在５％水平上缩尾处理。创业
者家庭及个人特征包括：家庭成员人数（Ｆａｍｍｅｍｂｅｒ），即受访者家庭成员的人数，家庭人数多往往意
味着更大的生存压力，会对创业者的活动产生影响；家庭党员人数（Ｐａｒｔｙ），即受访者家庭中是否存在
党员，该变量用于衡量家庭的政治关联水平。创业者年龄（Ａｇｅ），即受访者接受访谈时的实际年龄。
本文还考虑了其他对于创业绩效可能有影响的经历与能力因素，包括是否有参军经历（Ａｒｍｙ），是否有
外出务工经历（Ｏｕｔｆｏｒｊｏｂｓ），以及是否有某项手艺或技能（Ｓｋｉｌｌ），有则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四、检验结果与讨论

为检验异地创业和地理距离对于创业者创业经营效率的作用，以及家庭情感支持和资源支持

的调节作用，本文设定了以下检验模型：

Ｐｒｏｆｉｔｉ＝β０＋β１Ｍｉｇｒａｎｔｉ＋β２Ｃｉ＋εｉ （１）
Ｐｒｏｆｉｔｉ＝β０＋β１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ｉ＋β２Ｃｉ＋εｉ （２）

Ｐｒｏｆｉｔｉ＝β０＋β１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β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２
ｉ ＋β３＋Ｃｉ＋εｉ （３）

Ｐｒｏｆｉｔｉ＝β０＋β１Ｍｉｇｒａｎｔｉ＋β２Ｓｕｐｐｏｒｔｉ＋β３Ｍｉｇｒａｎｔｉ×Ｓｕｐｐｏｒｔｉ＋β４Ｃｉ＋εｉ （４）
Ｐｒｏｆｉｔｉ＝β０＋β１Ｃｏａｓｌａｎｄｉ＋β２Ｓｕｐｐｏｒｔｉ＋βａ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ｉ×Ｓｕｐｐｏｒｔｉ＋β４Ｃｉ＋εｉ （５）

Ｐｒｏｆｉｔｉ＝β０＋β１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β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２
ｉ＋β３Ｓｕｐｐｏｒｔｉ＋β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Ｓｕｐｐｏｒｔｉ＋β５Ｃｉ＋εｉ（６）

　　其中，Ｐｒｏｆｉｔｉ被解释变量，即净利润额，衡量创业者经营效率；β０为截距项；Ｃ为控制变量；ε为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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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差项。（１）式与（２）式分别检验异地创业及赴沿海地区异地创业对经营效率的影响，其中，
Ｍｉｇｒａｎｔｉ表示是否为异地创业，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ｉ表示是否为赴沿海地区异地创业。（３）式检验创业地与

居住地地理距离对经营效率的倒Ｕ型关系，其中，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２
ｉ分别代表距离的一次项和二

次项，包括地理距离和文化价值观距离两项指标。（４）式 ～（６）式分别检验三种主效应下家庭支持
的调节作用，Ｓｕｐｐｏｒｔｉ为调节变量，包括情感支持和资源支持两个指标，Ｍｉｇｒａｎｔｉ×Ｓｕｐｐｏｒｔｉ为是否异
地创业虚拟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ｉ×Ｓｕｐｐｏｒｔｉ为是否赴沿海地区异地创业虚拟变量
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Ｓｕｐｐｏｒｔｉ为距离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６）式中，参考 Ｇａｎｚａｃｈ

（１９９７）［４２］的观点，对涉及二次项的主效应进行一次项调节作用检验时，加上解释变量的二次项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２ｉ，以避免一些统计学误差问题（ｍｉ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模型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虽然部分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较为显

著的相关性，但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在２５５以下，证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同时，本文对连续性变量上下各５％的极端值进行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缩尾处理，以消除异常值对分析结果造
成的偏差。另外，为了消除残差的异方差和自相关，本文所有回归均采用稳健的标准差。

１．基本模型检验
表３列示了（１）式、（２）式、（３）式的模型，被解释变量均为净利润额（Ｐｒｏｆｉｔ），其中，模型 １是控

制变量模型；模型２对应（１）式，检验假设 Ｈ１的内容，即异地创业与创业经营效率的关系；模型 ３
对应（２）式，检验假设 Ｈ２，模型４～模型７对应（３）式，模型４和模型５检验假设 Ｈ３的内容，即地理
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的关系，模型６与模型７检验假设 Ｈ４的内容，即文化价值观距离的作用。
表３ 基本模型检验

变量
控制变量模型 假设 Ｈ１ 假设 Ｈ２ 假设 Ｈ３ 假设 Ｈ４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Ａｇｒ
－３０１７

（０９１９）
－２８４２

（０９２３）
－２８９７

（０９２４）
－２８３７

（０９２６）
－２８５７

（０９２３）
－２９２０

（０９２０）
－２９０７

（０９２１）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１５９

（００５９）
０１５９

（００５９）
０１５６

（００５９）
０１６１

（００５９）
０１６３

（００５９）
０１５７

（００６０）
０１５８

（００６０）

Ｅｍｐ
１１５４

（００４８）
１１５０

（００４８）
１１５０

（００４８０）
１１５２

（００４８）
１１５２

（００４８）
１１５３

（００４８）
１１５３

（００４８）

Ｆａｍｍｅｍｂｅｒ
－０１９８
（０２１８）

－０１５８
（０２１８）

－０２００
（０２１８）

－０１８３
（０２１８）

－０１７１
（０２１８）

－０１８２
（０２１８）

－０１８３
（０２１８）

Ｐａｒｔｙ
０４１７
（１０１４）

０４１２
（１０１０）

０３６８
（１０１０）

０４６３
（１０１３）

０４１９
（１０１２）

０４５７
（１０１４）

０４６３
（１０１４）

Ａｇｅ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７８

（００４５）

Ａｒｍｙ
４７５２

（２０６１）
４５７３

（２０５０）
４７４９

（２０５０）
４６５８

（２０４７）
４６５９

（２０５０）
４７０５

（２０５２）
４６８１

（２０５１）

Ｏｕｔｆｏｒｊｏｂｓ
－２２６８

（０８５９）
－２４５５

（０８６１）
－２３７１

（０８６３）
－２４５０

（０８６０）
－２４８９

（０８６１）
－２４０２

（０８６２）
－２４０１

（０８６２）

Ｓｋｉｌｌ
１４４１

（０８６８）
１３５９
（０８６５）

１４２１
（０８６６）

１３８１
（０８６８）

１３７３
（０８６７）

１４０１
（０８６９）

１３８８
（０８７０）

Ｍｉｇｒａｎｔ
４４６１

（１３０６）

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
４２３４

（１９８７）

Ｇｅｏ＿ｄｉｓ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４）
０１７９

（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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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变量
控制变量模型 假设 Ｈ１ 假设 Ｈ２ 假设 Ｈ３ 假设 Ｈ４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Ｇｅｏ＿ｄｉｓ＿ｓｑｕ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６）

Ｖａｌｕｅ＿ｄｉｓ
３５３０

（１９１６）
６９９６

（３９２８）

Ｖａｌｕｅ＿ｄｉｓ＿ｓｑｕ
－２３９９
（１９７２）

＿ｃｏｎｓ
１０５２２

（２０８０）
８８８４

（２０９１）
９９２０

（２０８４）
９７２３

（２０９０）
９２４１

（２０７２）
１００９８

（２１０１）
１００７２

（２１０２）

调整 Ｒ２ ０３８０ ０３８３ ０３８２ ０３８２ ０３８２ ０３８１ ０３８１

Ｆ ７７０３２ ７１１４２ ６９７８０ ７０９５８ ６４４８１ ７００９８ ６３８６６

Ｎ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３的模型２中，异地创业（Ｍｉｇｒａｎｔ）体现出更好的经营效率（β＝４４６１，ｐ＜００１），验证了假
设 Ｈ１；模型 ３中，赴沿海异地创业（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也有着更好的经营效率（β＝４２３４，ｐ＜００５），假设
Ｈ２得到验证；模型４和模型 ５中，地理距离（Ｇｅｏ＿ｄｉｓ）与创业经营效率有显著正向关系（β＝００３５，
ｐ＜００５），其二次项（Ｇｅｏ＿ｄｉｓ＿ｓｑｕ）与创业经营效率有显著负向关系（β＝－０００１１，ｐ＜０１），地理
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之间存在整体正向的倒 Ｕ型关系，验证了假设 Ｈ３。

在模型６和模型７中，文化价值观距离一次项（Ｖａｌｕｅ＿ｄｉｓ）显著为正（β＝３５３０，ｐ＜０１），其二
次项（Ｖａｌｕｅ＿ｄｉｓ＿ｓｑｕ）为负但是不显著（β＝－２３９９，ｐ＞０１），文化价值观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关系
呈现正关系，假设 Ｈ４未得到验证。

地理距离和文化价值观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关系分别如图１、图２所示。

　图 １　地理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之间的倒 Ｕ型关系　　图２　文化价值观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表 ４列示了（４）式 ～（６）式的模型，被解释变量均为净利润额（Ｐｒｏｆｉｔ），其中，模型 １～模型 ４
检验假设 Ｈ５ａ，分别检验了家庭情感支持对异地创业、赴沿海地区异地创业、地理距离、文化价值
观距离与因变量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５～模型８检验假设 Ｈ５ｂ的内容，验证家庭资源支持的调节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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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假设 Ｈ５ａ 假设 Ｈ５ｂ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Ｅｍｏ １４８８

（０５０７）
１６４３

（０４８８）
１８７９

（０４７５）
１９６２

（０４７６）

Ｒｅｓ
０６０８
（０４７９）

０８２３

（０４６５）
１００６

（０４４８）
１０２７

（０４５１）

Ｍｉｇｒａｎｔ ４４８４

（１２８９）
４６０６

（１３０６）

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 ４３１２

（１９４８）
４５４５

（２００７）

Ｇｅｏ＿ｄｉｓ ０１６８

（００８１）
０１８３

（００８１）

Ｇｅｏ＿ｄｉｓ＿ｓｑ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６）

Ｖａｌｕｅ＿ｄｉｓ ７１４３

（４０２６）
６６４３
（４０５６）

Ｖａｌｕｅ＿ｄｉｓ＿ｓｑｕ
－１９９０
（２１９３）

－１７３１
（２２１９）

Ｅｍｏ×
Ｍｉｇｒａｎｔ

２９１７

（１３５７）
Ｅｍｏ×
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

４１３３

（１８８７）
Ｅｍｏ×
Ｇｅｏ＿ｄｉｓ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４）
Ｅｍｏ×
Ｖａｌｕｅ＿ｄｉｓ

１５８６
（１９４９）

Ｒｅｓ×
Ｍｉｇｒａｎｔ

２８４１

（１３３５）
Ｒｅｓ×
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

３２６７

（１８５２）
Ｒｅｓ×
Ｇｅｏ＿ｄｉｓ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４）
Ｒｅｓ×
Ｖａｌｕｅ＿ｄｉｓ

２７９９
（１９９１）

＿ｃｏｎｓ
１８２７
（３０８２）

２２４６
（３０３３）

０４２４
（３００２）

０８９４
（３０３０）

６１６８

（３０１５）
６２７８

（２９８０）
４７２７
（２９２６）

５５１０

（２９５３）

调整 Ｒ２ ０３８８ ０３８６ ０３８７ ０３８４ ０３８６ ０３８３ ０３８５ ０３８２

Ｆ ６１５３４ ６０５２３ ５７０１０ ５６４５２ ５９９５０ ５８７７８ ５５７１２ ５５２３５

Ｎ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４的模型 １中，异地创业与家庭情感支持交互项（Ｅｍｏ×Ｍｉｇｒａｎｔ）显著为正（β＝２９１７，
ｐ＜００５），家庭情感支持对异地创业和经营效率的关系体现出正向调节作用，说明相同条件下，
家庭情感支持越强，异地创业下的经营效率越优于非异地创业，验证了假设 Ｈ５ａ；模型 ２中，赴沿海
地区异地创业与家庭情感支持交互项（Ｅｍｏ×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显著为正（β＝４１３３，ｐ＜００５），家庭情感
支持对赴沿海地区异地创业和经营效率的关系同样存在正向调节作用，验证了假设 Ｈ５ａ；模型 ３和
模型４中，地理距离一次项与家庭情感支持交互项（Ｅｍｏ×Ｇｅｏ＿ｄｉｓ）显著为正（β＝００２７，ｐ＜

５４

２０１９年 第 ２期



００５），文化价值观距离一次项与家庭情感支持交互项（Ｅｍｏ×Ｖａｌｕｅ＿ｄｉｓ）为正但不显著（β＝１５８６，
ｐ＞０１），整体而言，假设 Ｈ５ａ得到部分验证。

更换调节变量为资源支持后，表５的模型５、模型６和模型７均验证了假设 Ｈ５ｂ，异地创业与家
庭资源支持交互项（Ｒｅｓ×Ｍｉｇｒａｎｔ）显著为正（β＝２８４１，ｐ＜００５），赴沿海地区异地创业与家庭资
源支持交互项（Ｒｅｓ×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同样显著为正（β＝３２６７，ｐ＜０１），地理距离一次项与家庭资源支
持交互项（Ｒｅｓ×Ｇｅｏ＿ｄｉｓ）也显著为正（β＝００３３，ｐ＜００５），而模型 ８中，文化价值观距离一次项与
家庭资源支持交互项（Ｒｅｓ×Ｖａｌｕｅ＿ｄｉｓ）为正但不显著（β＝２７９９，ｐ＞０１），假设 Ｈ５ｂ未得到验证。整
体而言，假设 Ｈ５ｂ同样得到部分验证。

根据模型２和模型５的结果，可以做出家庭支持对地理距离和创业经营效率之间关系如图 ３、
图４所示。

图 ３　家庭情感支持对地理距离和创业经营效率　　　图 ４　家庭资源支持对地理距离和创业经营效率

　　　　　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模型 ３）　　　　　　　　　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模型 ７）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２．其他稳健性检验
（１）替换自变量。由于路况的区别，相同的驾车距离并不一定对应相同的时间，有的地区的地

形更为复杂，公路行驶环境较差使得驾车时间更长，创业者与家乡之间的联系会更加弱化，两地之

间交流更少，差异也更大。出于稳健性的考虑，更换地理距离变量为驾车时间变量（Ｄｒｉｖｅ），再次检
验假设 Ｈ３、假设 Ｈ５ａ和假设 Ｈ５ｂ。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驾车时间与创业经营效率关系及家庭支持的调节作用

变量
假设 Ｈ３ 假设 Ｈ５ａ 假设 Ｈ５ｂ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控制变量 √ √ √ √

Ｄｒｉｖｅ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３）
０１５８

（００６７）
０１４

（００６６）
０１５６

（００６７）

Ｄｒｉｖｅ＿ｓｑｕ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５）

Ｅｍｏ １８６９

（０４７４８）

Ｅｍｏ×Ｄｒｉｖｅ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２３）

Ｒｅｓ ０９８５

（０４４８）

Ｒｅｓ×Ｄｒｉｖｅ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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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变量
假设 Ｈ３ 假设 Ｈ５ａ 假设 Ｈ５ｂ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ｃｏｎｓ ９６０９

（２０９１）
９０６４

（２０６９）
０２９９
（２９９９）

４６５７
（２９２５）

调整 Ｒ２ ０３８２ ０３８３ ０３８７ ０３８５

Ｆ ７１０７０ ６４５８５ ５７１０３ ５５８８５

Ｎ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模型１和模型２中，驾车时间一次项（Ｄｒｉｖｅ）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Ｄｒｉｖｅ＿ｓｑｕ）系数显著为负，
验证了假设 Ｈ３。模型３和模型４分别验证了家庭情感支持和家庭资源支持对于驾车时间和创业
经营效率之间正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假设 Ｈ５ａ和假设 Ｈ５ｂ保持稳健。

根据赵向阳等（２０１５）［３３］的观点，衡量两地文化距离的指标还有文化习俗指标，为了同时考虑
这一维度差距的影响，这里使用文化价值观距离和文化习俗距离之和作为总的文化距离（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ｉｓ），替代原本单一的文化价值观距离变量，重新对假设 Ｈ４、假设 Ｈ５ａ和假设 Ｈ５ｂ进行验证。检验结
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文化距离与创业经营效率的关系及家庭支持的调节作用

变量
假设 Ｈ４ 假设 Ｈ５ａ 假设 Ｈ５ｂ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控制变量 √ √ √ √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ｓ １５９８

（０８７５）
２５１３
（３０８０）

２７５４
（３１１４）

２４２３
（３０８７）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ｓ＿ｓｑｕ
－０３３４
（１０３９）

－０２９８
（１０６６）

－０２３９
（１０５５）

Ｅｍｏ １９４５

（０４７７）

Ｅｍ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ｓ
０９５７
（０８４３）

Ｒｅｓ １０１８

（０４５０）

Ｒ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ｓ
１３９５
（０８８９）

＿ｃｏｎｓ １００９７

（２１０３）
１０１０３

（２１０３）
１０１２
（３０３４）

５６０１

（２９５４）

调整 Ｒ２ ０３８１ ０３８１ ０３８４ ０３８１

Ｆ ６９９９９ ６３６５３ ５６４４２ ５５２２０６

Ｎ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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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６的模型 １和模型 ２可知，文化距离一次项（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ｓ）显著为正，二次项（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ｉｓ＿ｓｑｕ）为负但不显著，假设 Ｈ４未得到验证，但是，呈现出与前文中文化价值观距离模型一致
正向关系。模型 ３和模型 ４中，文化距离与家庭情感支持交互项（Ｅｍ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ｓ）系数、文
化距离与家庭资源支持交互项（Ｒ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ｓ）系数均为正但不显著，假设 Ｈ５ａ与假设 Ｈ５ｂ未
得到验证。

（２）替换因变量。同样，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采用了销售额（Ｌｓａｌｅ）替换净利润作为
因变量进行检验，销售额在５％水平缩尾后取对数。表７中列式了假设 Ｈ１～假设 Ｈ４的验证情况，
模型１～模型７因变量均为销售额的对数。

根据模型２～模型５的结果，假设 Ｈ１、假设 Ｈ２和假设 Ｈ３结果保持稳健，依旧得到验证。模型
６和模型７中，文化价值观距离一次项显著为正，二次项为负但不显著，假设 Ｈ４未得到验证，但与
主检验模型结果一致。

表７ 异地创业、地理距离、文化价值观距离与创业销售额的关系

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假设 Ｈ１ 假设 Ｈ２ 假设 Ｈ３ 假设 Ｈ４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控制变量 √ √ √ √ √ √ √

Ｍｉｇｒａｎｔ ０４１１

（００９０）

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 ０５１９

（０１１９）

Ｇｅｏ＿ｄｉ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

Ｇｅｏ＿ｄｉｓ＿ｓｑ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Ｖａｌｕｅ＿ｄｉｓ ０２９２

（０１３２）
０５２６

（０３１３）

Ｖａｌｕｅ＿ｄｉｓ＿ｓｑｕ
－０１６１
（０１６７）

＿ｃｏｎｓ ２８７５

（０１７０）
２７１８

（０１７２）
２７９７

（０１７０）
２８００

（０１７２）
２７５７

（０１７２）
２８３７

（０１７１）
２８３６

（０１７１）

调整 Ｒ２ ０３７８ ０３８３ ０３８２ ０３８０ ０３８１ ０３７９ ０３７９

Ｆ １３７４１９ １２８０３２ １２７６６５ １２５７２０ １１４３３３ １２４７５７ １１３３８９

Ｎ ２４８１ ２４８１ ２４８１ ２４８１ ２４８１ ２４８１ ２４８１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本文也检验了新因变量下家庭支持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主效应变量系数保持稳健显著，且调

节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体现对于因变量的正向作用，交互项未在 ９０％水平显著，但符号与主检验
结果一致，说明交互作用在因变量换为销售额后有所减弱，主要表现为各自对因变量的积极作用。

２．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下的２ＳＬＳ回归
为了并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选取“每天用于工作的上网时间”（Ｏｎｌｉｎｅ）作为异地创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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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变量，对主效应进行检验。根据“中国千村调查”数据的特点，创业者多从事农业等第一产业

或是生产制造业，很少涉及互联网行业，因此，上网工作仅仅是一种可选的工作方式，与因变量无明

显关系。但是，上网处理工作的程度，能够体现创业者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其能够联络的范围

也更远，更加愿意冒险，也更加可能选择异地创业或是去更远的地方活动，可以作为异地创业和异

地距离的工具变量。

“每天用于工作的上网时间”变量分五档选项：从不用上网处理工作、小于 １小时、１～３小时、
３～５小时、５小时以上，分别编码为１～５。采用２ＳＬＳ的回归方法，检验结果如表８所示。模型１和
模型４是２ＳＬＳ回归的第一步，自变量为工具变量每天上网时间，因变量分别为内生变量异地创业
（Ｍｉｇｒａｎｔ）和地理距离（Ｇｅｏ＿ｄｉｓ），分别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和 ＯＬＳ模型进行拟合。模型 ２～模型 ３和模型
５～模型８是２ＳＬＳ的第二步，以第一步拟合结果的预测值（Ｏｎｌｉｎｅ＿Ｍｉｇｒａｎｔ与 Ｏｎｌｉｎｅ＿Ｇｅｏ＿ｄｉｓ）代替
内生变量进入回归，因变量包括利润额（Ｐｒｏｆｉｔ）和销售额的对数（Ｌｓａｌｅ）。

模型 １和模型 ４中，上网时间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每天用于工作的上网时间越长，
创业者越倾向于选择异地创业，外出距离越远，工具变量效果良好。模型 ２和模型 ３中，内生
变量预测值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假设 Ｈ１得到验证。模型 ５～模型 ８中，内生变量预测值系数
均显著为正，当因变量为销售额时，内生变量预测值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假设 Ｈ３得到部分验
证。

表８ ２ＳＬＳ工具变量方法下异地创业与创业企业经营效率关系

变量
Ｓｔｅｐ１ Ｓｔｅｐ２ Ｓｔｅｐ１ Ｓｔｅｐ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控制变量 √ √ √ √ √ √ √ √

Ｏｎｌｉｎｅ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７）
１３６３

（０５９６）

Ｏｎｌｉｎｅ＿Ｍｉｇｒａｎｔ ９８６０７

（２０２７８）
５６６２

（１５３９）

Ｏｎｌｉｎｅ＿Ｇｅｏ＿ｄｉｓ ２１６６

（０３１１）
２３６７

（０４０８）
０１７７

（００２１）
０２２８

（００３０）

Ｏｎｌｉｎｅ＿Ｇｅｏ＿ｄｉｓ＿ｓｑｕ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ｃｏｎｓ －０３５４

（０１９７）
－６０２９

（１４３６）
０７３８
（０６０４）

１７２７１

（３９２９）
－３８４２０

（７０１７）
－３９８１３

（７２４４）
－１３９８

（０５３０）
－１７５９

（０５５１）

调整 Ｒ２ ０３８７ ０３８１ ００２４ ０３９３ ０３９３ ０３９４ ０３９５

Ｆ ７３１３９ １２６３４２ ６６６７ ７９７９９ ７３２８９ １３７４３３ １２６０３６

Ｎ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４８１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４８１ ２４８１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五、进一步讨论：创业者经历的影响

影响创业经营效率高低的因素众多，前文的主要模型中，“是否有参军经历”“是否外出打工”

和“是否有某项手艺或技能”三个变量对个人经历的影响进行了控制。为了进一步探讨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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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了解创业者的个人相关经历和技能对于其创业活动的意义，

本文还依据三种经历或能力的不同进行样本划分并检验，为研究模型提供补充支持。分样本情况

下各检验模型关键变量的系数如表９所示。
表９ 分样本情况下各检验模型关键变量系数

无外出务

工经历

有外出务

工经历
无参军经历 有参军经历 无技能或手艺 有技能或手艺

控制变量 √ √ √ √ √ √

Ｍｉｇｒａｎｔ
４７６０

（１５５７）

３３１８

（１７８９）

４２３１

（１２０１）

９７９５

（５４３６）

４３２０

（１４５９）

４７５２

（１９６７）

Ｃｏａｓｔｌａｎｄ
５２２９

（２１８６）

２１６３

（２４０３）
３５９２

（１６４９）

１６６４２

（７９２１）

３６４６

（２０１２）

５１１８

（２７３０）

Ｇｅｏ＿ｄｉｓ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４）

０１３８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２）

Ｇｅｏ＿ｄｉｓｅ＿ｓｑｕ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Ｖａｌｕｅ＿ｄｉｓ
６４９１

（３１３４）

１２０３

（２３９７）

２６８１

（１９３５）
１９０２１

（９３１０）

６３２１

（２４５３）

００００１

（３０２８）

Ｖａｌｕｅ＿ｄｉｓ＿ｓｑｕ
－３１１２

（６８６４）

－０６５８

（３４１０）

－１５２７

（２９８６）

－１９７８７

（２３６１１）

－４８９０

（３１９０）

－１９７８７

（２３６１１）

Ｎ １６７２ ９９０ ２５０８ １５４ １６７４ ９８８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１．有无外出务工经历的影响
劳动者会因为工作变动或寻求新的工作机会离开家乡，这种经历会丰富其阅历，在工作

中获得商业有关知识与经验。对于本地创业者而言，这是学习外地知识的机会，即便在家乡

具有了差异化的知识；而对于异地创业者，外出经历则可能弱化其“家乡气息”，使其与外地知

识或思维方式的区别淡化，因此可以认为，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情况下，本地创业与异地创业者

的区别将不再突出，异地创业的相对优势减弱，而没有外出务工经历情况下则能够保持异地

优势。

表 ９中列式了有无外出务工经历两种情况分样本的检验结果。无外出务工经历子样本
中，与前文全样本检验结果一致，体现了异地创业者特别是赴沿海异地创业者在经营效率上的

优势，地理距离的倒 Ｕ型关系及文化价值观距离的正向关系也得到验证。而在有外出务工经
历的子样本下，异地创业虚拟变量保持显著，而其他模型中相关变量则不再显著，异地创业的

优势弱化。

２．有无参军经历的影响
参军经历也是一种离开常住地，丰富阅历和开阔视野的行为，但是，参军并非参与商业活动，更

多是个人能力上的提升与社会资本的积累，对于外界商业知识的获取并不多。因此，参军经历不会

如外出务工经历一样弱化异地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区别，即无论有无参军经历，异地创业的优势都

将得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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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列示了有无参军经历两种情况下分样本检验的结果。两种情况下，异地创业、赴沿海异地
创业、地理距离一次项系数均显著为正，无参军经历样本中地理距离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有参军

经历样本中文化距离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整体结论基本与全样本结果一致，有无参军经历并未影

响异地创业优势的作用。

３．有无手艺或技能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中同样考虑了创业者自身的技术能力，衡量方式选取的是手艺或技能的有无。若

创业者有特定的技能、手艺，就往往能够获取一定程度的“核心竞争力”，对于创业活动的成功有着

帮助作用，而对于更加众多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创业者而言，其跨区域带到创业地的特质能够发生

“替代”作用，体现为更加显著的优势，留在本地的创业者则相对更难成功。

表９列式了有无技能或手艺分样本下各假设的验证情况，无技能或手艺子样本下，结论与全样
本检验一致，异地创业的优势被验证；有技能或手艺的子样本下，异地创业仍具备优势但显著水平

下降，地理距离与文化价值观距离的作用则不再显著。

分样本检验的结果显示，异地创业虚拟变量整体稳定稳健显著，但在有外出务工经历样本、和

有某项技能或手艺的样本下，正文各假设部分未能成立，这一结果也与文章观点相一致，验证了异

地创业下异质性知识产带来经营优势的逻辑。

六、结论与建议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背景下，创业活动以及其相关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日益壮大和产生

广泛影响的异地创业者群体更是不可忽视。以往研究指出，异地创业者往往会面临社会结构缺失、

资金获取困难、文化价值观差异等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外出异地创业困难重重，但是在实践中，创

业者选择走出家乡外出创业却呈现出更好的经营效率。

本文以上海财经大学 ２０１６年“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为基础，探讨异地创业活动与创业经营
效率的关系。检验结果证明，异地创业下，知识异质性将带来竞争优势，而地理距离越大则知识

异质性越强，异地创业者的经营效率就会越好，但是随着地理距离的扩大，社会资本缺失的负面

作用则会限制起创业活动，整体呈现为先升后降的倒 Ｕ型关系，本文也探讨了文化价值观距离对
异地创业经营效率的作用，随着文化价观值距离增加，两地文化知识异质性扩大带来经营效率的

提升，由于国家群体身份的一致认同，各地区文化的差异属于统一下的部分差异化，没有体现出

类似跨国文化交流中的沟通障碍，从而保持了整体的正关系。另外，家庭的支持有着重要意义，

在外出的距离不断增大，社会资本缺失越加严重的时候，家庭的支持体现出更好的支持作用，有

助于异地优势的发挥。

１．理论贡献
（１）理论方面，本文从知识基础观和知识异质性的角度出发，通过研究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

即知识异质性程度，验证了其对于企业经营效率的积极作用，并提出可以把异地创业者看作外来知

识的载体，以异地创业为知识交流的活动形式，作为知识异质性的研究思路。（２）实践方面，本文提
供如下现实启发：首先，创业者进行异地创业活动是有意义的，创业地与常住地之间知识文化的异质

性对创业绩效的提升有显著的积极效应（Ｇｒａｎｔ，１９９６）［８］；其次，来自外地的创业者在沿海地区创业往
往取得好的成就，因此政府也可以参考改进本地创业环境，吸引创业活动，激发经济活力；第三，远距

离创业可能存在资源匮乏和情感缺失的劣势，家庭资源是度过困境的良好选择。

２．建议
（１）鼓励采取异地创业，这不但有助于创业个体提升创业绩效，也有助于各地的沟通和知识的

交流，创业者个人视野应当高远，不限于本地活动，政府可以通过政策鼓励、培训等方式鼓励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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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迈出第一步。（２）鼓励赴沿海地区创业，特别是能力较弱的创业者如本研究中的农民创业
者，沿海地区创业环境更好，有望提升成功率，各地政府也应当主动学习沿海地区的开放包容性和

营商环境优势，帮助外来创业者克服困难，从而吸引创业，激发经济活力。（３）创业者个人在异地
创业中要合理权衡自身能力与创业目标地的情况，从而选择最佳的创业地点和创业项目。（４）异
地创业需要家庭支持，创业者应当加强与家人的沟通交流，家人也应当与创业者多多理解、沟通，提

供支持，政府则可以通过提升交通便捷性、家庭居住生活环境质量等方式帮助创业者更加便捷和高

效的获取家庭支持。

３．未来研究方向
（１）本文采用的是“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受访对象往往是农民或是在农村进行创业活动的

创业者，特点是创业活动规模较小，异地创业距离较近，由于数据的原因，计算出的最佳外出距离等

具体数据结论可能具有局限性。（２）本文借用地理距离、驾车时间（两地沟通难度）、文化距离等变
量衡量知识的异质性，但并不能完全代表知识的异质性，不过以异地创业者为关注对象，加以优化

知识异质性的衡量方式，进一步揭示其对于创业活动乃至企业经营的作用，是行之有效的思路。

（３）本文没有考虑到创业者出生地的具体信息和情况，比如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等，但这些因素的
存在也可能会异地创业者的决策行为及其效率产生影响，这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开展理论与实证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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